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《十科策略》在中越的流布及与阮朝策学的互动∗

冯 梦 娜

　 　 内容摘要:《十科策略》系明前期著名台阁作家刘定之“场屋对策”之

书,国内现存版本可分为万历二十二年( 1594) 补刻本与以雍正四年

(1726)积秀堂刻本为核心的增补注释本两个版本系统,前者以嘉靖刻本

为底本,较接近《十科策略》原本;后者则是刘廷琨在刘守诚刻本、刘作梁

注释本基础上重新厘订、缮写而成,成为通行本后又经多次翻刻重印,并
流传至越南。 越南现存《十科策略》印本两种、抄本两种,其中嗣德抄本

体现了越南读者在阅读、接受中国书籍过程中的真实反应,这既是一种知

识再生产、阐释、运用的过程,也是东亚文化圈中书籍交流与阅读的重要

例证。 以《十科策略》在中越的刊刻、抄写与阅读为考察中心,不仅可以

勾勒出《十科策略》在不同时代、不同区域的书籍生命史,考察其生产、流
通与文本变迁所蕴含的文化价值,亦能阐明中国书籍是如何进入并深度

参与越南科举考试的。
关键词:《十科策略》 　 阮朝策学　 嗣德抄本　 东亚书籍史

在中越科举典籍传播史上,明前期著名台阁作家刘定之所编的《十

科策略》值得重视。 刘定之(1409—1469),字主静,号呆斋,江西永新人。
宣德六年(1431)授徒于家,宣德九年《十科策略》 稿成,次年便中乡闱。
正统元年(1436)会试第一,廷试一甲第三,官至吏部左侍郎,入阁参预机

务,卒赠礼部尚书,谥号文安①。 作为明代继宋濂、杨士奇之后的第三代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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①

∗本文系国家社会科学基金一般项目 “ 明人评点明别集整理及文学生态研究”
(24BZW064)阶段性成果。
周荣述:《呆斋公年谱》,《四库全书存目丛书》集部第 34 册,齐鲁书社,1997 年,第
227—230 页。



文学盟主①,定之最早将博洽学风注入文学创作之中,又曾多次担任乡、
会试考试官,三度担任庶吉士馆师,其文坛声望和影响力,非他人所能

及②。 《十科策略》是定之未第之前所作,其创作目的是揣摩科场程式。
此书先由定之整理,以合集的方式出版,后又在其家族嫡裔与书坊的合作

下以单行本流行,作为科举教习样本,其单行本在明清时期多次被重印、
传抄,并流传至邻国越南。 其中部分文本被越南官方采用为科举策学考

试的范文,在越南科举试策制度改革的影响下,还产生了独具阮朝特色的

抄本。
目前学界对《十科策略》的研究主要依附于刘定之作为馆阁文人的

文学书写③;而作为明清策学经典教习文本,《十科策略》的版本沿革④、
阅读接受及域外流传,不仅关乎东亚科举文献的传统价值,更触及跨区域

流通中古籍形态的变化、中越典籍交流等议题。 有鉴于此,本文对《十科

策略》在中国与越南的传播与接受状况展开研究,以见其同异,并探明该

书参与中越科举考试的书籍史意义。

一、《十科策略》的版本谱系与文本生成

《十科策略》,又称《策略》 《文安策略》 《刘文安公策略》,《宝文堂书

目》“举业”类著录《保〔呆〕斋十科策》⑤,《千顷堂书目》与《明史·艺文

志》均著录为“刘定之《十科策略》八卷”⑥,《四库全书总目》 “类书类存

目”著录“《文安策略》十卷”,言其为“场屋对策”“揣摩程试”之书,“正德

癸酉刊所作《呆斋集》时已编入集中”⑦。 此书“斟酌于博约之际,郑重于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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冯小禄、张欢:《成为文学盟主:李东阳的制度优势、身份转换和文学运作》,《四川

师范大学学报(社会科学版)》2024 年第 3 期,第 165 页。
叶晔:《明代中央文官制度与文学》,浙江大学出版社,2011 年,第 105 页。
如郑礼炬《明代洪武至正德年间的翰林院与文学》(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,2011 年)
第八章第四节、叶晔《明代中央文官制度与文学》第一章第三节等。
汪泰荣曾对《十科策略》的版本作过梳理(汪泰荣:《庐陵古文献考略》,中国文史出

版社,2019 年,第 863 页),虽有疏漏,但亦呈现出其大体面貌。
晁瑮:《晁氏宝文堂书目》卷中,中华书局编辑部编:《宋元明清书目题跋丛刊》明代

卷第 1 册,中华书局,2006 年,第 673 页。
黄虞稷撰,瞿凤起、潘景郑整理:《千顷堂书目(附索引)》卷三二,上海古籍出版社,
2001 年,第 784 页。 张廷玉等:《明史》卷九九,中华书局,1974 年,第 2499 页。
永瑢等:《四库全书总目》卷一三七,中华书局,1965 年,第 1166 页。



繁简之间”①,以问答形式揣摩科场试策,分经、书(四书)、子、史、吏、户、
礼、兵、刑、工十科,条目清晰,回答详明,而问题设置又多借鉴往届乡、会
试考题,具有一定的“真题”属性,颇便于科考对策之用,故在明清两代逐

渐成为科举教习范本。
其存世版本主要分为两个系统:一是上海图书馆藏万历二十二年

(1594)杨一桂补刻本(索书号:T83409-12)②,该本为《呆斋前稿》十六卷、
《存稿》十卷、《续稿》五卷合刻本,其中《呆斋前稿》前十卷为《十科策略》
(以下简称“万历补刻本”);二是以雍正四年(1726)积秀堂刻《十科策略笺

释》十卷本为核心的增补注释系统,此系统经由刘氏后人增补、注释与重

编,条目与结构均有较大调整。 两个版本系统的差异,与《十科策略》从成

书到增补的复杂生成过程密切相关,折射出其在不同时代的文本生命史。
据定之《策略序》 可知,此书是其备考科举时自撰,在其得第之后,

“自以为无足观,不复存故稿矣”,家塾中有志于举业者问其旧稿,无以资

之,后又在修撰黎淳处得其过录本,借回家中抄写,以便“儿曹传写记

诵”③。 据《国朝列卿纪》 记载,黎淳任翰林院修撰的时间在天顺元年

(1457)至成化元年(1465)④,《四库全书总目》谓《呆斋集》“是集《前稿》
十六卷、《存稿》二十四卷,皆分类编录。 如《代祀录》 《永新人物录》 《经

筵讲章》《策略》,皆在其中。 而乡、会三场试卷,亦皆附列。 《续稿》五卷,
则成化乙酉以后所作,不复分类,以一岁为一卷焉”⑤。 根据以上材料可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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刘作梁:《重刻先文安公十科策略序》,《十科策略笺释》卷首,上海图书馆藏清雍正

四年(1726)刻本(索书号:线普 509495-500),叶二。 下引该书皆据此本。
此本与乾隆十三年(1748)刘世选刻《刘文安公呆斋先生策略》十卷、《年谱》一卷均

被收入《四库全书存目丛书》集部第 34 册中。
刘定之:《策略序》,《刘文安公文集》卷五,《刘文安公全集五种》第 3 册,上海图书

馆藏清咸丰三年(1853)刻本(索书号:线普 354312-31),叶十九。 按,此序于刘定

之《呆斋存稿》卷十四中亦有收录,见于台北汉学研究中心藏明弘治正德间刘稼刻

本(此系寄存台北的“平馆书”,索书号:402. 6
 

11370)及宁波天一阁博物院藏明成

化刻本(索书号:善 3691),然部分文字漫漶不清,故此处采用清刻本。
雷礼纂辑:《国朝列卿纪》卷三十,美国哈佛大学哈佛燕京图书馆藏明万历间徐鉴刻

本(索书号:T / 2259. 7 / 1631),叶十一。
永瑢等:《四库全书总目》卷一七五,第 1557 页。 《庐陵古文献考略》曰:“《呆斋前

稿》十六卷,是编刘定之自为选定,分类编录,集《十科策略》《代祀录》《经筵讲章》等
为一帙,并于景泰间付梓。 后辑入《全集》。”(汪泰荣:《庐陵古文献考略》, (转下页)



知,《十科策略》成书之后便成为举业士子的案头之书,且定之当是在成化

乙酉(元年)之前复得其旧稿,并重新对文本进行了删改、修订。 《策略序》
言:“以篇数之:经八、书四、史三、子七、吏十一、户十、礼十四、兵四、刑二、
工五,共为六十八篇,其失亡与今删去者若干篇,有未备者,以俟后来之彦

续补云。”①可见《十科策略》成书较早,但最初主要以抄本流行,定之复得

旧稿之后,又亲自将其编入《呆斋前稿》中,以合刻本的形式流传。
现藏于上海图书馆的万历补刻本,其源即为定之成化年间复得旧稿

后的修订本。 此本半叶十六行,行二十八字,四周双边,黑口,对黑鱼尾。
卷前有李东阳《呆斋先生文集序》、杨一桂《补刻呆斋先生文集小引》、刘
而铉(定之玄孙) 《补刻高王父呆斋府君家存稿记》等文。 据杨一桂《小

引》可知,“嘉靖己未秋,先生遗集因火患而不获行者逮数十祀”,时任浏

阳县教谕刘而铉将家中崇恩阁所藏旧板交与浏阳县令杨一桂,一桂“鸠

工饰材,恪供厥事,而又取其旧板,于残缺者补之,于错讹者订之,即板巨

字渺,亦庶几称全集而可复行矣”②。 此本策问条目、数量、分科顺序皆与

定之自序相合,基本保持了定之修订之后的原貌,亦留下一些定之修订的

痕迹。 如“问历代至今户口田粮登耗之概”一条,定之以“方今大明中天,休
养生息,至于百年,是宜比隆三代之盛”③作答,成稿时的宣德九年至明代

开国仅六十余年,故此条中的“百年”当是成化年间复得旧本后所修订。
上海图书馆另藏有雍正四年积秀堂刻《十科策略笺释》十卷,半叶九

行,行二十字,注释小字双行同。 扉页中间大字题“十科策略”,右边依次

题“永新刘文安公著” “经、书、子、史、吏、户、礼、兵、刑、工”,左边依次题

“云孙作梁注释,嗣孙廷琨重订”“积秀堂梓”,卷前有李东阳《附刻文安公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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①

②

③

(接上页)第 864 页)言《呆斋前稿》于景泰年间付梓,当为讹误,此时定之已遗失《十

科策略》原稿。 且据《呆斋公年谱》可知,定之于天顺元年奉旨往河南代祀中岳嵩

山(周荣述:《呆斋公年谱》,《四库全书存目丛书》集部第 34 册,第 228 页),《代祀

录》当为此次代祀嵩山所作,不可能在景泰年间刊刻。
刘定之:《策略序》,《刘文安公文集》卷五,《刘文安公全集五种》第 3 册,叶十九。
此篇序文在雍正四年积秀堂刻本中收录为《先文安公策略自序》,但删去此段说明

文字。 此后以雍正四年本为底本的重印本均无相关说明。
杨一桂:《补刻呆斋先生文集小引》,《呆斋前稿》卷首,《四库全书存目丛书》集部第

34 册,第 77 页。
刘定之:《呆斋前稿》卷六,《四库全书存目丛书》集部第 34 册,第 98 页。



全集序》、《先文安公策略自序》、刘作梁《重刻先文安公十科策略序》、刘
廷琨《重刊先文安公策略跋》等。 此本为刘廷琨在刘守诚刻本、刘作梁注

释本基础上重新厘订、缮写而成。 刘作梁序中提及“往时家父峚园先生

(讳守诚)刻于博罗署中,学者争相传诵”①。 据康熙《广东通志》可知,刘
守诚曾于崇祯四年(1631)任博罗县令②。 《十科策略》很可能为其崇祯

四年左右在博罗任上所刻。 据刘廷琨跋文,刘作梁“历任东粤之归善,东
浙之新昌,每退食余,更详为注释”③,作梁友人黎士弘亦言:“今公云孙木

生(作梁字)进士注公之《策略》,行世尤异。 尽公为翰林时所上封事,并
刻之,以布于天下。”④作梁之子刘棻、刘蓁又“取而重梓焉”⑤。 刘作梁曾

于康熙二年(1663)任广东归善县令⑥,康熙八年至十一年任浙江新昌县

令⑦,故其注释并刊刻《十科策略》当在康熙二年至十一年间。 因刘作梁

注释本行之既久,板多散失,刘廷琨于雍正四年“复为考究,敬加厘订缮

写”⑧,乃为现在所看到的雍正四年积秀堂刻本。 与万历补刻本相比,此
本不仅增加了注释,还调整了各科顺序,将刘定之所修订的“经、书、史、
子”改为“经、书、子、史”,并对条目重新分类。 这种顺序的改变,实则是

知识的重新整合。
雍正四年本有经科 13 条、书科 6 条、子科 7 条、史科 7 条、吏科 20

条、户科 12 条、礼科 20 条、兵科 5 条、刑科 2 条、工科 2 条,共计 94 条,除
去重复的条目,雍正四年本较万历补刻本增加了 26 条,其中经科 4 条、书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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刘作梁:《重刻先文安公十科策略序》,《十科策略笺释》卷首,叶一。 刘廷琨《重刊

先文安公策略跋》亦言:“鲁王世父(讳)守诚为博罗令时,复取而重锓之。” (《十科

策略笺释》卷首,叶一)
金光祖修,莫庆元等纂:《〔康熙〕广东通志》卷十三《职官中》,国家图书馆藏清康熙

三十六年(1697)刻本(索书号:A05183),叶五十六。
刘廷琨:《重刊先文安公策略跋》,《十科策略笺释》卷首,叶一至二。
黎士弘:《刘文安公刻集序》,《托素斋文集》卷一,《清代诗文集汇编》第 68 册,上海

古籍出版社,2010 年,第 573 页。
刘作梁:《重刻先文安公十科策略序》,《十科策略笺释》卷首,叶一。
孙能宽等修,叶适等纂:《〔雍正〕归善县志》卷二《事纪》,《中国地方志集成·广东

府县志辑》第 16 册,上海书店出版社,2003 年,第 42 页。
李亨特修,平恕、徐嵩纂:《〔乾隆〕绍兴府志》卷四三《人物志》,《中国地方志集成·
浙江府县志辑》第 40 册,上海书店,1993 年,第 31 页。
刘廷琨:《重刊先文安公策略跋》,《十科策略笺释》卷首,叶二。



科 2 条、子科 2 条、史科 4 条、吏科 3 条、户科 1 条、礼科 7 条、兵科 2 条、工
科 1 条,礼科增加最多,其次是经科与史科。

将雍正四年本所增条目与万历补刻本相较可知,有较多策问条目的

增加是在原有策问条目的基础上换个角度重新设置问题。 如万历补刻本

“兵科”原有“古今兵制异同考辨” “历朝阵法异同” “历朝马政之法” “汉

高祖功臣配享”①四条策问,雍正四年本则将“汉高祖功臣配享”移入吏

科,增加“古今兵制得失考辨”与“历朝阵法得失”两条。 实际上,除经科

增加的“孝子二百七名人物事实” “阴骘篇人物事实”两条与礼科增加的

“司徒乐正政教异同” “明堂法制异同” “历朝郊祭法制考辨” “历朝学制

异同”四条在万历补刻本中没有相同主题的策问之外,其余或是转换角

度由“异同”而问“得失”,由“考辨”而问“优劣”,或是将问题一分为二、
一分为三,基本是在原有文本的基础上扩充而成。

从增加的条目来看,“孝子二百七名人物事实”“阴骘篇人物事实”两

条策问均以明人口吻“我(朝)大宗文皇帝”②相称。 部分修改的文本亦是

如此,如刑科“历朝刑法刑官得失”一条,该本改写的策文称“我朝之制,尤
为尽善。 诸道设提刑按察司,京师设大理刑部,又置都察院以董其事。 大

祖高皇帝惩胡元之姑息,痛革奸弊”③,可知条目的增加实由明人完成。
该本礼科新增策问条目最多,且多为之前所未涉及的问题,当与明代

嘉靖大礼议对晚明科场产生的影响有关。 大礼议后期,群臣对《周礼》及

相关祭祀礼仪展开了激烈的讨论。 正如夏言在《申议天地分祭疏》中言

及:“况近年礼部行移,令立小学习读《周礼》,又令科场必以《周礼》策士,
是皆奉陛下明旨施行者也。”④而在此事的影响下,晚明科举考试的第三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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②

③

④

按,万历补刻本原无策题,此处从雍正四年本称之。
《十科策略笺释》卷一,叶五十六。
《十科策略笺释》卷九,叶四。 又如“历朝漕运法制得失”条,万历补刻本以“钦惟圣

明,奄有诸夏,宅师两京,革海道之运,通江淮之路,有以除胡元之弊矣”作答(刘定

之:《呆斋前稿》卷六,《四库全书存目丛书》集部第 34 册,第 102 页),雍正四年本

则改写为“钦惟圣明,奄有诸夏,宅师两京,庶府百司之烦,六军禁卫之盛,廪禄之

费,诚不可缓也。 大宗皇帝革海道之运,通江淮之路,民至于今是赖,盖有以除元之

酷政矣”(《十科策略笺释》卷六,叶二十七)。
黄宗羲编:《明文海》卷五三,《景印文渊阁四库全书》第 1453 册,台湾商务印书馆,
1983 年,第 456 页。



场策问多以《周礼》与祭祀之礼相问①,如明堂之制、禘祫礼、先王从祀之

礼等等。 《十科策略》关于“郊祭”之礼是分祭还是合祭,在万历补刻本与

雍正四年本持相反意见,万历补刻本主张天地合祭、祖宗并配之制②;雍
正四年本则称“分祭乃礼之正,岂可废哉”③,认为分祭才是礼制正统。 这

正是嘉靖大礼议之后,反映在科场策问上的变化。
雍正四年本一经问世,便成洛阳纸贵之势,仅积秀堂一家书坊,便有

雍正七年、八年、十年等重印本④。 其中流传至越南的便是积秀堂雍正七

年本。 乾隆年间,又有以雍正四年本为底本形成的一些刻本。 如上海图

书馆藏乾隆十三年刘世选刻《刘文安公呆斋先生策略》十卷《年谱》一卷

(索书号:24430-35),该本卷端题“刘文安公呆斋先生策略卷之一,男稼、
称注释,元孙而铉补注,八世孙世远、近、达辑编,世选重梓”,卷前有刘世

选《重刊先相国策略》、李东阳《呆斋公全稿原序》、刘而铉《浏阳学正曾祖

念呆公讳而铉补注原序》等。 其版式、文本内容与雍正四年积秀堂刻本

基本一致,然将《十科策略》注释者改为定之子刘稼、刘称。 刘世选序言

称:“此书自曾祖讳而铉公注释传布后,版已旁落,因勉赀重刊缕陈,其所

以冀四方垂注。”⑤且将万历补刻本中刘而铉所写的《补刻高王父呆斋府

君家存稿记》改为《浏阳学正曾祖念呆公讳而铉补注原序》,并改动其文

本,如原文“呆斋府君所著有《前稿》,存、续《稿》,《十科策》,《宋史论》,
而其集以《石潭先公存稿》为首册,合之一部,凡七册,世藏于崇恩阁,嘉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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①

②

③

④

⑤

嘉靖十六年四川乡试、万历四年河南乡试、万历四年福建乡试等均涉及郊祭之礼,
而涉及考问《周礼》的则更多。
刘定之:《呆斋前稿》卷七,《四库全书存目丛书》集部第 34 册,第 105 页。
《十科策略笺释》卷七,叶二十一。
现存雍正四年本的重印本较多,如吉林大学图书馆藏雍正七年(1729)积秀堂刻本

《十科策略笺释》十卷六册(索书号:史 9221),国家图书馆藏雍正七年积秀堂刻本

《十科策略笺释》十卷六册(索书号:T04487),北京师范大学图书馆藏雍正七年永

新刘廷琨同升堂刻本《十科策略笺释》 十卷《年谱》 一卷六册(索书号:善 856. 5 /
892-02),复旦大学图书馆藏雍正八年积秀堂刻本《十科策略笺释》十卷十册(索书

号:908033),郑州大学图书馆藏雍正十年刘氏刻本《十科策略笺释》十卷附《呆斋

公年谱》六册(索书号:96. 4 / 891)等。
刘世选:《重刊先相国策略》,《刘文安公十科策略》卷首,《刘文安公全集五种》第 15
册,上海图书馆藏清乾隆三十九年(1774)刻本,叶三。 按,上海图书馆藏乾隆十三

年刻本缺此叶。



靖己未秋,家下被火,阁未及燃”①,此本改为“呆斋府君著作若干卷,同
《石潭公存稿》,世藏于崇恩阁,嘉靖己未秋,家被回禄,《策略》版独焚毁

将半”②。 刘世选改写刘而铉序文名,抹去刘作梁、刘廷琨等人的痕迹,当
是为彰显刘氏家族内部自家一脉对先祖遗集的刊刻与传承,但细绎其文

本,除却序跋、年谱等副文本的改动,其余文字基本一致,当与雍正四年刻

本属于同一版本系统。 此外,浙江图书馆藏有《刘文安公策对》清抄本三

册(索书号:善 004533),共抄策对 92 条,较雍正四年本少“历朝阵法得

失”与“历朝刑法律例异同”2 条,亦应属雍正四年刻本系统。 乾隆三十九

年,刘世选后人刘绍鹗又以乾隆十三年刘世选刻本为底本重刻《十科策

略》,收入《刘文安公全集五种》。

二、《十科策略》在越南的刻本与抄本

前文以乾隆年间为下限,对《十科策略》的主要版本谱系及其文本生

成的关键节点进行了梳理,可知该书自明末至清代,形成了以雍正四年积

秀堂刻本为代表的版本系统,此系统在国内多次重印,流布甚广,并传至

越南。 《十科策略》 何时传入越南,囿于资料无从考证。 然据越南现存

《十科策略》版本可知,雍正七年积秀堂刻本流入越南后,成为当地阅读

与抄写《十科策略》的重要底本。 越南现存《十科策略》刻本两种、抄本两

种,以下分别考察各本形态,以见该书在越南的传播与接受。
1. 越南国家图书馆藏《刘文安公策略》刻本(索书号:R. 1615)。 此

本板框高 23 厘米,宽 15. 5 厘米,半叶九行,行二十字,小字双行同,四周

单边,单黑鱼尾。 卷端题“十科策略笺释卷之一,永新刘文安公手著,金
溪唐煌紫阁校③,云孙作梁注释,嗣孙廷琨重订”,卷首《刘文安公十科策

略目录》结尾署“雍正七年己酉秋月,嗣孙廷琨玉甫氏重订,金溪唐煌紫

阁重校”。 其版式与雍正七年积秀堂本相同,越南国家图书馆官网著录

551

①

②

③

刘而铉:《补刻高王父呆斋府君家存稿记》,《呆斋前稿》卷首,《四库全书存目丛书》
集部第 34 册,第 78 页。
刘而铉:《浏阳学正曾祖念呆公讳而铉补注原序》,《刘文安公呆斋先生策略》卷首,
《四库全书存目丛书》集部第 34 册,第 225 页。
据刘玉珺教授提供信息,越南社会科学翰林院通讯所亦藏有刘定之著,唐煌校《十

科策略笺释》十卷(索书号:880-1),从书名及“唐煌校”来看,此本应亦是雍正本系

统中的一版。



其“据雍正七年(1729)的中文原文重印”①,但并无直接证据表明其在越

南重印,亦有中国重印本流传至越南的可能。
2. 越南汉喃研究院藏《十科策略》 刻本一种三部(索书号分别为:

AC. 217,VHv. 302,
 

VHv. 953)。 据《越南汉喃文献目录提要》著录,此为

广文堂②于明命十四年(1833)据中国两广五文楼印本重印,“今存印本

三种,一本 712 页,高 25 公分,宽 15 公分;两本 248 页,高 25 至 27 公分,
宽 15 公分,皆仅存卷五至卷十”③。 国内书目暂未检索到关于五文楼及

其所印《十科策略》的具体信息。
 

3. 越南汉喃研究院藏《周礼策学提纲策学纂要》抄本(索书号:VHv.
1159)。 此书系与他书合抄而成,其中第三部分是《十科策略节抄》④。

4. 越南国家图书馆藏《十科策略》 (索书号:R. 1004)。 此本高 27 厘

米,宽 15 厘米,存 24 叶。 每半叶七行,行十八至二十一字不等,注释小字

双行,并有朱笔圈点,抄本有倒文的情况下,用墨笔乙正。 第二十一条

“问:汉高祖初兴有功臣十八人”的对策“时雨将降,山川潝然”中,避讳字

“时”原缺笔,后人用墨笔补全,其余语境中“时”字能被“辰”字替换的,
均写作“辰”,如第三条策问中“十五国风次第,以辰之先后”。 此外,抄本

中“宗”字均被写成“尊”字,如第十条“问:唐之文章莫过于韩柳”对策中

的“释氏非可尊者而尊之”。 不写“宗”字是为避宪祖阮福绵宗(1841—
1847 在位,年号绍治) 名讳,不写“时” 字则是为避翼宗阮福时( 1847—
1883 在位,年号嗣德)名讳,故此本大致抄写于阮朝嗣德时期(以下简称

“嗣德抄本”)。 又因其抄写具有一定的顺序,此本当抄于嗣德十年

(1857)《乡试文式》出版之后(说详下节)。
上述四种藏本中,前两种为重印本,第三种为节抄本,而嗣德抄本则

是越南士人为备考科举而产生的笔记型抄本,其抄写方式、删改痕迹以及

内容取舍,更能折射出越南读者对该书的具体接受过程与实用取向。 因

此,有必要对嗣德抄本的文本形态、抄写策略作进一步说明。 嗣德抄本共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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https: / / lib. nomfoundation. org / collection / 1 / volume / 641.
越南另藏有广文堂同年刊刻的明清状元廷试策文选《明清状元策》 (详参刘春银、
王小盾、陈义主编:《越南汉喃文献目录提要》,“中研院”文哲研究所,2002 年,第
847 页)。
刘春银、王小盾、陈义主编:《越南汉喃文献目录提要》,第 846 页。
刘春银、王小盾、陈义主编:《越南汉喃文献目录提要》,第 10 页。



有策问 23 条,其中经科 7 条、书科 2 条、子科 4 条、史科 3 条、吏科 7 条①。
抄写方式灵活多样,呈现出读书笔记式的文本形态。 从所抄条目及批注

来看,其功能定位为个人备考所用的工具性读本,而非保存文献的副本。
抄本第十五条“问:《前汉书》得失可详陈欤?”下注“甲辰会”三字,应指

甲辰年会试,明确指向科举考试的实用需求。 抄写者省略策问题目、只录

对策,或省略对策中的总述性文字而直录分项回答,其取便检阅的意图一

目了然,使抄本成为一份高度凝练的备考提纲。 将嗣德抄本与雍正四年

刻本对勘,可以发现抄写者的接受策略集中体现为三种抄写方式:并题而

抄、取意略抄、删削总述。 抄写者并非随意删节,而是有意识地筛选与重

组,折射出越南士子阅读中国科举用书的实用主义倾向。 以下就三种抄

写方式分而述之。
(一)并题而抄,即抄写者将刻本中的两条或多条相关的策问合并为

一条。 嗣德抄本第一条即为典型例证,该条实则是刻本经科第一、二条策

问的合并。 刻本第一条论《周易》源流与经传真伪,第二条问河图洛书与

卦象体用,两条共设六问。 嗣德抄本则仅摘取“问:上古之书,莫尊于

《易》。 河图,数之始体,洛书,数之用,羲、禹之所则者何若”,将刻本的两

条策问合并为一题。 而与策问的并题相应,抄本对该条对策的处理同样

采取了这种文本拼接的方式。 抄写者仅摘刻本第一条对策中“且夫《易》
也者,五经之尊也”②一句,旋即跳过第一条对策中关于重卦、系辞等内

容,直接接续刻本的第二条对策中关于河图洛书的核心论述。 如此,抄本

第一条策问与对策在内容上形成了紧密的呼应,策问聚焦于易学框架下

的河图洛书,对策亦以“《易》为五经之尊”立纲,以河洛异同与关系为目,
构建了一个自洽的论述单元。 这一处理并非简单的删减或拼凑,而是一

种主动的知识整合。 通过这种并题而抄的方式,原本分散在两题中的问

答被提炼为一条逻辑连贯、重点突出的知识单元,便于快速回顾与记忆。
从接受策略的角度看,这种行为反映了抄写者提纲挈领式的阅读,不是被

动复制原文的篇章结构,而是根据自己的应试需求,对知识进行重组与简

化。 所删去的,是那些学理深奥、争议纷纭却未必直接成为考点的内容,
而所保留的是易学框架下具有定论的核心议题。 这正是越南士子在跨文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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①

②

按,嗣德抄本并未标注分科,为便于考察,此处按雍正四年本分科。
《十科策略笺释》卷一,叶一。



化知识接受中主动筛选、为我所用的典型表现。
(二)取意略抄,即抄写者不照录策问题目,而是提取其核心议题。

如抄本第二十条策问中“……六典之制,古今异同,亦可言者欤”,刻本原

文为:“问:圣朝设六部,盖效周之六典。 然汉以来,皆有尚书、侍郎、郎
中、员外,与今制同欤? 异欤?”①抄写者略去“圣朝设六部”的具体背景,
将问题凝练为“六典之制,古今异同”,可见其关注点不在明代制度的具

体沿革,而在“六典”这一典制范畴的理论辨析。 相似的处理方式也见于

抄本第二条,刻本原问涉及《尚书》的今古文之争、小序作者、孔传真伪等

多个考辨性议题,抄本仅保留“三坟”与“续书” “补书”的得失之问,略去

了今古文等经学史上的争议性问题。 抄本第七条“问:历代之礼乐,亦有

可称欤”,刻本原文尚追问“秦火之后,《礼》书犹有存者,而《乐》书无传”
“周公致大〔太〕平之书,而人多疑之”②等问题,抄写者同样将这些问题

略去。 此外,也有个别条目只抄对策而略去策问,或只抄策问而略去对

策。 由此可以判断,抄写者的取舍标准是避繁就简,避争议而取定论,凡
经学史上有歧说、需考辨者,多被省略;凡典制沿革、人物评骘等可直接记

诵者,则予以保留。
(三)删削总述,即抄写者略去对策中的总述性文字,直接抄写分题

答案。 刻本中对策的基本体例是以“对”字起首,继以一段总述性文字。
以嗣德抄本第三条为例,此条所抄策问为:“问:《诗》有三经、三纬、四始、
五际,其义可得闻欤? 王何以为风,鲁何以为颂,《豳风》何以居风之终,
《商颂》何以居颂之终? 十五国风次第,以辰之先后,国之大小。 王通续

诗、束皙补亡,《诗》果有可续可补欤?”刻本中的对策先是有一段总述:
“对:学《诗》而欲论其大要,一言可蔽也;学《诗》而欲析其疑义,累言难尽

也……”,再以“请因执事之问而举其略以复” 引出策问中各问题的答

案③。 而嗣德抄本中的对策部分基本均将此类总述性文字删去,直接抄

写问题的答案。 这种处理方式,将一篇完整的策文拆解为若干独立的知

识点,使抄本从文章范本转变为答案汇编。 抄写者关注的不是范文的起

承转合,而是可直接应试的标准答案。
综观上述嗣德抄本的三种抄写方式,其背后的接受策略可归纳为知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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①

②

③

《十科策略笺释》卷五,叶二十二。
《十科策略笺释》卷一,叶三十四。
《十科策略笺释》卷一,叶十九。



识简化、争议省略、答案重构三条。 这三条策略的共同指向在于将原刻本

中以经学考辨为导向的知识体系转化为应试备查的工具用书。 抄写者并

非被动接受刻本的知识结构,而是以自己的阅读和使用需求为中心,对原

文进行筛选、重组与简化。 他们关注的不是经学问题的学理深度,而是如

何将中国科举的知识资源转化为越南科举的应试工具。

三、《十科策略》的阅读实践及其与阮朝策学的互动

嗣德抄本所呈现的越南士人对《十科策略》的接受策略,虽表现为个

体的阅读行为,却非偶然,而是与阮朝官方对《十科策略》的认可与采纳

有关。 越南士人对《十科策略》的阅读实践及《十科策略》深入参与越南

科举考试,是在阮朝嗣德八年以后。 嗣德八年科举改革之后,《十科策

略》被选为《乡试文式》的主要范文来源,该书遂从民间科举用书转而

成为国家考试范本。 官方的认可与标榜,不仅为士子的抄写行为提供

了明确的方向,也引导了以应试为导向的知识重组模式。 事实上,《十

科策略》进入阮朝策试体系的过程,也体现了官方引导与个人阅读的

互动。
阮朝科举考试承袭黎朝,其乡、会试策问及殿试策问不出黎朝策问的

范畴,且终阮一朝,改革科举文体卑弱、士子蹈袭之风,引导“崇雅黜浮”
的科场文风,一直是君臣努力的方向。 嗣德帝更是由于“厌士习卑陋,拘
于故套,屡更试法,申定教条”①,多次对科举考试进行改革,其与群臣讨

论及关注的重心就在试策。 嗣德四年八月,朝廷将策问一道,改为第二

场,以观才识,并规定第一场中格者方可入第二场,第二场中格者方可入

第三场。 礼部林维浃则认为将策问放入第二场不仅“策文难做,而点阅

秤量尤难”,而且“就中策文二千卷视与第一场制艺四千卷,纸数、字数较

多,可堪取者不过六七十卷,若只据此取中,则后二场入试既觉寥寥”②,
提议仍将策问列为第四场考试,而嗣德帝坚持以策问为第二场试行之。
至嗣德八年,才以“就中制艺、文策,历代相仍,只系一格,旧文故帖,充栋

汗牛,致人不肯读书,捷径相趋,积学日久,况又乡试今文,率多泛略问答,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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①

②

[越]阮仲合等编:《大南寔録正編第四紀》卷六九,《大南寔録》第 18 册,慶応義塾

大学言語文化研究所,1979 年,第 7196 页。
[越]阮仲合等编:《大南寔録正編第四紀》 卷七,《 大南寔録》 第 15 册,第 5830
页。



无裨实用”①,将四场乡试改为三场,并将策问设为第三场,由原来的一道

策问改为十道,并规定:
第三场策问题目用五经各一道、传二道《大学》 或《论语》,《中传

〔庸〕》或《孟子》各一道、史三道,该十道每道随宜,如问理多有顿折,文势稍长

者用二三段,若文势稍短者,不出四段。 士人行文各占专经一、兼经一、传
一、史二,该五道每道限二百字以外,其题目仍旧免写,惟于行文前一行明著某

经某传某史题,以便志别。②

要求对策“随问作答,务要发明精切,毋得习为夸浮险僻之文”③。 嗣德九

年,内阁大臣阮思僴、黎伯慎、范有仪等人奉旨为此次改革试法拟定范文,
成《乡试文式》一书,次年刊刻成书,并颁布学舍。 其第三场程式以问答

的形式,辑《易经》一道、《书经》一道、《诗经》一道、《礼经》一道、《春秋》
一道、《大学》一道、《中庸》一道、《论语》一道、《孟子》一道、史三道④,共
十二道策问及对策。 其选用的策问与对策即来自《十科策略》,其中《大

学》一道直接节选《十科策略》书科第一条“学庸源流考辨” 中关于《大

学》的部分;《中庸》一道全部选自《十科策略》书科第六条“心性道德异

同考辨”;《论语》一道汇总“四书源流考辨”与“集注诸解异同得失”两条

策问中与《论语》相关的部分;史的第三道则是将《十科策略》吏科第九条

“凌烟阁功臣官爵勋德”概括为“功臣配享”问题。
而嗣德抄本正是以嗣德八年改定的乡试第三场策问的试法以及嗣德

十年所刊刻的《乡试文式》中列举的范文为基础抄录,其抄写顺序依次为

《易》一条,《书》一条,《诗》一条,《春秋》 (此条未抄策问,直接以对策附

于《诗》一条之后),《周礼》一条,“五经”一条,礼乐一条,《大学》 《中庸》
一条,《论语》《孟子》一条,韩、柳、欧、苏之文章优劣一条,荀况、仲舒、杨
雄、王通、韩愈数子之得失一条,周、程、张、朱四子与康节、温公、南轩、东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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①

②

③

④

[越]阮仲合等编:《大南寔録正編第四紀》 卷十三,《大南寔録》 第 15 册,第 5957
页。
[越]阮仲合等编:《大南寔録正編第四紀》 卷十三,《大南寔録》 第 15 册,第 5958
页。
[越]阮仲合等编:《大南寔録正編第四紀》 卷十三,《大南寔録》 第 15 册,第 5958
页。
[越]阮思僴、范有仪等编:《乡试文式》,越南国家图书馆藏嗣德十年(1857)刻本

(索书号:R. 1956)。



莱诸位之异同,扬子《太玄》、温公《潜虚》、周子《太极通书》、邵子《皇极

经世》诸书之异同,司马迁与班固之优劣,《前汉书》之得失,历代史可称

者,汉唐宋之铨选之法,周汉之考课,历代考课,六典之制,汉高祖功臣配

享,唐选学士于文学馆,以汉光武与唐玄宗为例问人主隆师重道之盛。 此

顺序与嗣德八年所颁布的乡试第三场考试内容基本一致。 嗣德抄本体现

了越南士子对官方考试要求的精准回应,它既是个人阅读实践的产物,也
是官方制度向下渗透的具体表现。

除官方以《十科策略》为范文之外,嗣德时期的科举考试中也有《十

科策略》的影子。 嗣德十四年乂安、南定两场乡试,即与《十科策略》所涉

议题高度契合。 《十科策略》经科有“《春秋》源流异同考辨”一条,其文

曰:“问:中古之书,莫大于《春秋》,其名书之意,褒贬之说,托始于隐公,绝
笔于获麟,义果安在? 三传之说,孰为得圣人之旨? 春王正月,先儒之说多

矣,孰为甚当?”①而嗣德十四年乂安、南定两场乡试的第三场策问中《春
秋》题均围绕《春秋》三传孰优孰劣发问②,议题指向一致。 此外,嗣德十四

年南定场《大学》策问与《十科策略》“学庸源流考辨”一条之间存在明显的

议题承继与转化关系。 《十科策略》书科“学庸源流考辨”条,其文曰:
问:朱子于《大学》曰:“文理接续,血脉贯通,深浅终始,至为精

密。”于《中庸》曰:“支分节解,脉络贯通,详略相因,巨细毕举。”其义

可得言欤? 《大学》以敬为学之终始,《中庸》以诚为一篇之枢纽,诚、
敬二言,果足以该二书之义欤? 愿悉陈之。③

而嗣德十四年南定场《大学》题为:
问:《大学》一书,有三纲领,有八条目,所统所隶,可详述欤? 三

纲所叙,孰体孰用? 以何为准? 曾子传文,杂引经典,若无统纪,文理

果接续乎? 至如八目,经文详说两段,而其后只单提修身,传文各连

两条,而中间单举诚意,终始本末,可相贯欤?④

从命题方式来看,《十科策略》 立足于朱子学的整体框架,以朱熹对《大

学》“文理接续,血脉贯通”及对《中庸》 “支分节解,脉络贯通”的评语为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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①

②

③

④

《十科策略笺释》卷一,叶二十一。
[越]佚名编:《乡试文选》 嗣德十四年辛酉科,越南国家图书馆藏抄本(索书号:
R. 1584),叶八、二十六。
《十科策略笺释》卷二,叶一。
[越]佚名编:《乡试文选》嗣德十四年辛酉科,叶二十六。



切入点,进而追问诚、敬二言是否足以概括二书之义。 这一设问方式将朱

子学的经典论断作为讨论的起点,要求考生在认可朱子诠释权威的前提

下,辨析诚、敬二范畴与《大学》 《中庸》义理体系的对应关系。 而南定场

的《大学》题,直接追问三纲领与八条目的体用关系、曾子传文的文理接

续问题,以及八目的终始本末是否相贯,这些问题在《十科策略》中虽未

逐一列出,但其追问的逻辑起点,与朱子所谓“文理接续、血脉贯通”是完

全一致的。 从表述方式来看,南定场策问将《十科策略》中“朱子于《大

学》曰‘文理接续,血脉贯通’”的理论预设,转化为对《大学》文本结构的

具体质疑“曾子传文,杂引经典,若无统纪,文理果接续乎”,这种将经典

论断转化为问句的手法,使得朱子的解释不再是毋庸置疑的权威结论,而
成为需要考生重新检验的命题。 二者之间的承继与转化,既表明《十科

策略》作为策问知识的实际影响,也反映了阮朝考官在借鉴明代策学资

源时,根据本国考试需求进行的简化与重组。
嗣德抄本虽未记载抄写者姓名,但对《十科策略》在越南的阅读与接

受研究仍然具有一定的代表意义。 此本反映了一位真实的越南读者对中

国书籍的阅读与接受,且这种阅读与接受,是在越南官方的引导之下进行

的。 这既是一种知识重新生产、阐释、运用的过程,也是东亚文化圈中书

籍交流与阅读的重要例证。 刘玉珺认为,以定本书籍为底本传抄而成的

抄本“仍然保留了民间文本的特征,即习惯对底本作主观取舍,从而消解

了原书的编辑体例和成书目的。 这种情况可以称作‘局部反映定本书

籍’,是一种特殊的‘未具完全形态的书籍’”①。 此类抄本在越南较多,
是定本书籍传播与接受之外的社会文化的真实情况,而嗣德抄本便是中

国书籍《十科策略》在越南的阅读实践及其参与阮朝科举试策的产物,由
此抄本可以窥见《十科策略》一书在阮朝科举制度本土化过程中的参与

程度,呈现其与阮朝试策改革的互动过程,这在该书的生命历程中,亦是

非常重要且独特的一环。

结论

将《十科策略》在中越两国的刊刻、阅读、传抄等环节串联起来,可以

发现其书籍生命史的丰富性、复杂性联结着不同时代、不同区域的知识

史、思想史之发展。 就本文梳理的《十科策略》版本系统而言,中国本土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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①刘玉珺:《越南汉喃古籍的文献学研究》,中华书局,2007 年,第 438—439 页。



的万历补刻本与雍正四年刻本之间的文本增加,除部分文本是在原有文

本基础上的扩写之外,其余的文本增加受嘉靖时期大礼议事件影响较大。
而流传至越南后,又有重印本、抄本、节抄本等多种形态,其中嗣德抄本反

映了士子个人化的阅读与抄写实践。 这些版本共同构成《十科策略》在

中越两国多元的文本形态。
就《十科策略》参与科举制度的方式、深入程度而言,中越两国存在

一定差异。 在越南,该书以直接命题和官方范文的形式深度嵌入科举制

度。 嗣德八年科举改革后,乡试策问多与《十科策略》所涉议题契合,部
分题目甚至直接化用原文,阮朝翰林院编纂的《乡试文式》大量采撷《十

科策略》文本为范文。 这种制度性采纳,引导了民间士子以应试为导向

的传抄与阅读实践,嗣德抄本便是其中典型。 而在中国,明清两代虽然也

重视该书,但作为场屋对策之书,《十科策略》在获得书坊与举子欢迎的

同时,也与其他举业书一样,受到朝野人士的批评。 袁宗道曾言,士人

“自蒙学,以至白首,簏中惟蓄经书一部,烟薰《指南》 《浅说》数帙而已。
其能诵《十科策》几段,及程墨后场几篇,则已高视阔步,自夸曰奥博”①。
至清乾隆朝修《四库全书》时,《十科策略》被列为禁书②。 虽有禁令,书
籍仍在民间流传,士人对《十科策略》的阅读并未停止。 《〔光绪〕湖南通

志》载乾隆时人唐明德“患科举试策摭拾悠谬,得明人刘定之《十科策

略》,为之注,以示学子……知县荆道乾喜其书,为序而刊之,所谓《刘文

安公策略正释》者也,今县人多有藏者”③。 此外,《十科策略》对清代策

学之书的编纂亦有影响。 乾隆三十六年(序言写作时间)编纂的《策学纂

要》,以经、书、子、史、制度、天文地理为次,基于“帝王治天下之道、圣贤

学术之源,莫备于经”④的编纂理念而成,是一本专为科举考试而编纂的

具有知识谱系特征的举业用书。 细绎二书目录、策题可知,《策学纂要》
与《十科策略》一脉相承,基本按照《十科策略》的框架确定条目,其策问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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①

②

③

④

袁宗道:《白苏斋类集》卷十,《四库禁毁书丛刊》 集部第 48 册,北京出版社,1998
年,第 590—591 页。
孙殿起辑:《清代禁书知见录》,商务印书馆,1957 年,第 12 页。 与姚觐元编《清代

禁毁书目(补遗)》合一册。
李瀚章、裕禄等编纂:《〔光绪〕湖南通志》卷一八六,岳麓书社,2009 年,第 3658 页。
戴朋、黄卷辑:《策学纂要》“凡例”,越南国家图书馆藏嗣德五年(1852)同文斋刻本

(索书号:R. 1484),叶五。



与对策中的多处文本亦来自《十科策略》;而《策学纂要》也流传至越南,
成为继《十科策略》之后颇受越南士子欢迎的书籍。 此外,乾隆四十二年

编纂的《十三经策案》中亦有引用《十科策略》之处。 《十科策略》能够持

续参与到清代科举考试之中,与明清科举科目的连续性具有重要关系。
正如艾尔曼所言:“科举形制在明、清自 1384 年至 1756 年间的相对稳定,
也意味着朝廷在科举经学科目上保持了异常一致的连续性。”①在乾隆年

间,乡、会试策题能够在《十科策略》中找到原句者较前代更多,如乾隆二

十一年江西乡试的“守令全题”,乾隆二十一年湖南乡试的“正史杂史全

题”②,乾隆三十九年福建乡试“州牧”一道③等,基本都能在《十科策略》
中找到原句。 可见,明末清初科举策问中直接照搬《十科策略》为原题的

现象相对有限,至乾隆中后期方逐渐增多。
《十科策略》作为科举教习样本,其在中越的刊刻、重印、阅读、抄写

等,不仅是书籍生命史本身的生动呈现,还展现出中国科举文献流传域外

并对域外科举制度、文化的推动与影响。 “在长期的传钞流转里,文本再

次出现的样态与配置将会改变,其地位和意义同遭变易。 每一次文本之

挪用、增删或拼合等,都会衍生不同的诠释意义。”④而不论是万历补刻

本、历经三代人所编刻的雍正四年本,还是流传域外后产生的阮朝翰林院

编纂的《乡试文式》范文以及民间士子所抄写的嗣德抄本,都不同程度体

现了中越两国士人对《十科策略》的阅读与接受,它们都在官方科举制度

改革影响下发生,是中越科举文化传承与发展的样本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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